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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中国帝制社会后期重要的多民族、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华礼乐文明集

大成发展与政治秩序融会创新的时代，其官服研究是中国传统服饰与典制领域的课题之一。明代官服

服制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燕服、赐服之别，常服作为官员常朝视事之品服，适用场合宽泛，其乌纱

帽、圆领袍、革带、皂皮靴的装束，为人所熟知。由于袍的前胸及后背处各补缀一块用以标志品级的方形

织物徽饰，故又称“补服”，其织物称“补子”。关于补子所绣花样，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规定：“公、

侯、驸马、伯，用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二品，仙鹤、锦鸡；三品、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品、

七品，鹭鸶、㶉 ；八品、九品，黄鹂、鹌鹑、练鹊。风宪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

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马。”
‹1›
大抵按照“文官用飞鸟，象其文彩

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
‹2›
的原则。但风宪官为文职而绣走兽獬豸，不拘品级，可谓独树一帜。獬

豸，又作解廌、解豸，是传说中的独角神羊，“能别曲直”
‹3›
。以往的研究多围绕獬豸的文化寓意，明代獬

‹1›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113－3114页。

‹2›  （明）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九八《备规制·章服之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

147页。

‹3›   《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法冠》，中华书局，1965年，第3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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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明代官员常服补子以禽兽花样区分文武、尊卑，是中国古代官服制度的重要

创新，而风宪官的獬豸补子独立于品级序列之外，以职能为标志，反映了统治者对公正

执法的期许，是明初制度设计的产物。作者通过梳理史料文献，并结合传世肖像画、雅

集图、宦迹图等，认为作为常服的豸补，其色彩使用并非简单套用公服的绯、青、绿三

等色，而是遵循“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原则。此外，明中后期吉服的盛行极

大满足了低品级风宪官的虚荣心理，蟒龙、飞鱼、斗牛、麒麟等赐服则为高级宪臣提供

了另一种凸显身份优越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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豸补服的技术复原、形象辨识与考古发现等方面展开
‹1›
，鲜少在明代的历史语境中从制度设计、政治实践

的层面对其规格、使用情况作深入探讨，因此仍有问题悬而未决。其一，风宪官补服为何单列？且科、道

衙门皆为明代中央监察部门，所设给事中与御史并称言官，为何獬豸补子不用于前者？其二，明代品服

色彩分绯、青、绿三等，獬豸补服在使用中为何没有严格遵循？其三，明代风宪官队伍庞大且补服一致的

情况下，高级宪臣如何彰显其身份尊崇？笔者通过梳理史料文献，并结合传世图像详加考析，以期对明

代獬豸补服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獬豸与㶉 殊途：明初台省制度设计的分流

以动物纹饰绣于官服，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武则天时期
‹2›
，仅作为赏赐，且存在时间短暂。其后的北

方少数民族服饰多有独到之处，金代女真服饰“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
‹3›
，有鹘捕鹅、熊、鹿等花纹。

元代服饰多承金制，文献中也正式出现了“胸背”
‹4›
一词，即前胸后背的方形织物，是明代补子的前身，

但为直接织于衣上，只起装饰效果，无区分等级的意义，亦不限于官服
‹5›
，同样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度。

明代官服与唐、宋、元之官服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如洪武元年（1368）颁布的公服式样几乎照搬元

制。常服的补子虽也有金、元胸背的因素，但以禽兽花样定文武品级，实系明代首创，此制结束了前代

“令人难以分辨文武官和详细品级的传统模式，使服饰的等级功能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
‹6›
。然而风宪官

补服独立于文武品级序列之外，以职能为标志，不禁令人疑惑。风宪即风纪法度，《大明会典》对“风宪

官”有着明确定义：“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称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
‹7›
明太祖

曾谕各道按察司官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风宪之官，为

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缪，此其职也。凡任风宪者，宜体朕此意，以公正为心，廉洁

‹1› 主要有：王熹《明代服饰研究》，中国书店，2013年；钟俊昆、曾晓林《獬豸：图像象征的来源与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15

年第3期；王渊《服装纹样中的等级制度：中国明清补服的形与制》，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蒋玉秋《明代环编绣獬豸胸背技术复原

研究》，《丝绸》2016年第2期；韩织阳《獬豸冠小考》，《珞珈史苑》2016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0－71页；李昕《明代墓葬出

土獬豸补服考略》，《文物春秋》2021年第1期；[美]大卫•哈古斯著，王敬雅、仇泰格译《补子：明清时期的品级标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23年。

‹2›  （唐）杜佑《通典》卷六一《礼二十一·沿革二十一·嘉礼六》，中华书局，1988年，第1725页。

‹3›  《金史》卷四三《志第二十四·舆服下·衣服通制》，中华书局，1975年，第984页。

‹4›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九《衣服·服色》，中华书局，2001年，第357页。

‹5›  赵丰《蒙元胸背及其源流》，《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5年，第152页。

‹6›  赵连赏《明清官员的补服》，《文史知识》2006年第7期，第71页。

‹7›  《大明会典》卷二〇九《都察院·风宪总例》，《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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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守，国家法律，必务精详，用法有失，鬼神鉴

焉。”
‹1›
因此，以传说中明辨是非的獬豸为补子〔图

一〕，寄托着统治者对于风宪官员公正执法的期

许。明代流传的文官服色诗这样说道：“风宪衙门

专执法，特加獬豸迈伦夷。”
‹2›
意指风宪官的獬豸

补服是一种特典，使其重要性超越了同级的其他

文官。  

明代中央除了都察院御史“纠劾百司、辨明冤

枉”
‹3›
，尚有六科给事中“专主封驳、纠劾等事”

‹4›
，同

为监察、法纪之官，两衙门并称“台谏”“台省”。万

历年间吏部尚书陈有年曾言：“国家设台谏与百司

异，百司各专所职，即称否关一事止耳。台谏无

所不当与，无所不得言，其效能以片纸为国家轻

重。”
‹5›
既如此，为何给事中不着獬豸补服？考诸晚

明官员范涞之说：“国朝定科道官服色，穿㶉 、獬豸

补，人但知豸能辨曲直，刚正不私，故内外台臣

其冠与服皆用之，而不知㶉 性专食短狐，在溪中

寻邪逐害，所居处无毒气，故科臣用之。”
‹6›
伍袁萃也有类似说法：“獬豸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

论则咋不正。㶉好食短狐，在山泽中无复毒气，《淮赋》所云‘寻邪而逐害’者也。夫异类有若此，而况于

人乎？今御史服獬豸，给舍服㶉 ，义有取矣。”
‹7›
再考同时期周祈之说：“今制，品官服色，法官服獬

豸，七品官服㶉 ，而㶉 又谏垣独服之。《说文》：‘獬豸似山羊，一角。古者决狱，令触不直者。’《埤

雅》：‘㶉 ，性食短狐，盖鸟之敕邪逐害者。’法官与谏垣，上则弼违，下则瘅恶，有触不直、敕邪逐害

之义，故服之。”
‹8›
上述解释试图证明水鸟㶉 的习性与给事中的风宪职能相契，颇有牵强附会之感。然

‹1›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二月癸酉条”，第1902－1903页。

‹2›  （明）王圻《三才图会》衣服卷二《群臣冠服》，《续修四库全书》第1234册，第654页。

‹3›  前揭《大明会典》卷二〇九《都察院·风宪总例》，第468页。  

‹4›  前揭《大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第526页。

‹5›  （明）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一《奏疏·议覆给事中杨廷相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52册，第621页。

‹6›  （明）范涞《哤言》卷五《甲辰》，前揭《续修四库全书》第941册，第786页。

‹7›  （明）伍袁萃《林居漫录》前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115页。

‹8›  （明）周祈《名义考》卷一〇《物部·獬豸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第411页。

〔图一〕 獬豸花样
采自万历 《大明会典》 卷六一 《礼部·十九》 插图， 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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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周祈指出㶉 补服为给事中专属〔图二〕，

似非杜撰。据嘉靖《常德府志》载，当地正七品的推官与知

县“章服仪仗俱同通判”，即六品的“常服花样鹭鸶”
‹1›
，而非㶉

。再如，万历三年（1575）神宗赏赐内阁、翰林院诸官，其

中唯有正七品编修沈一贯与从七品詹事府主簿兼正字何初

受赐的是与之品级不符的“大红金织鹭鸶胸背一表里”
‹2›
。由

于文献不足征，这种情况是否普遍存在以及始自何时，尚待

进一步查证。若周祈所言属实，可知最迟至他生活的万历年

间，朝廷有意仿照风宪官模式，也让给事中补服与其他文

官区别开来。

其实，若追溯明代台省制度设计之初衷，便可理解给事

中与御史补服相异的原委。朱元璋政权草创时，即仿元制

渐次设大都督府、中书省、御史台，分管军事、行政、监察，

称为“三大府”“总天下之政”。御史台虽于吴元年（1367）才设

置，但专掌“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职务尤为“清要”
‹3›
，至洪武十四年（1381）改为都察院

‹4›
，一

直是名正言顺的监察机构。而给事中之设，可追溯至龙凤十年（1364），初名“起居注给事中”，负责侍

从文书，为正五品；洪武四年，改为正七品；洪武六年，始分六科，负责“看详诸司奏本及日录旨意等

事”
‹5›
，相当于御前秘书。之后，给事中于洪武十年隶属承敕监，洪武十二年改隶通政使司，其品级也在

从六品、正七品、从七品间反复调整。洪武二十二年，附会《礼记》而改给事中名为“元士”，又以“六科为事

之本源”再改为“源士”
‹6›
，不久又改回初名。直至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制定常服补子时，给事中的纠劾职

能尚未健全，从其前后隶属机构来看，逐渐由文字侍从转变为文书流转过程中的覆核官员，用以防患朝

臣之欺蒙，明初制度设计用心之良苦、过程之曲折可见一斑。所以，獬豸补服最初仅为在内都察院及在

外各按察司等风宪官所专享，即便日后给事中兼职风宪，但祖制已定，补服再难更易。由于给事中在明

代中后期同样清要，所以㶉 补子似乎也被朝廷默认为给事中专享，故而前述范涞、伍袁萃、周祈等人努

力从典籍中为其寻找合理性依据。如此，则有了獬豸与㶉 的并列。如隆、万年间传奇剧本《鸣凤记》第

‹1›  （嘉靖）《常德府志》卷一一《官守志》，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第10页b。

‹2›  《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万历三年十一月己亥条”，第990页。

‹3›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壬子”条，第386页。

‹4›  黄阿明《明代都察院更置时间考论》，《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5›  《明太祖实录》卷八〇“洪武六年三月乙巳”条，第1449页。 

‹6›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三月戊戌”条，第2939页。

〔图二〕 花样
采自万历 《大明会典》 卷六一 《礼部·十九》 插图， 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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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出，林润之妻在家中为出抚云南土司的丈夫绣补子，称：“谅他复命回朝，非科即道，预绣几副

㶉  、獬豸，少助他乌台、青琐之威。”
‹1›

二  上可兼下与吉服盛行：獬豸补服色彩的使用情况

明确了獬豸补服的适用群体，还需探讨补服的另一重要组成元素，即色彩。

明代常服之制创于洪武元年十一月，与公服的主要区别最初只是官帽不同，用乌纱帽而非公服的展

脚幞头；后来常服的圆领袍加了补子，而公服仍以圆领袍的色彩、暗纹及所佩革带区别品级。考洪武元

年正月《大明令》所定公服色彩，“凡文武官员公服，各依品从，不得僭用”
‹2›
，一至五品为紫罗服，六、七

品为绯罗服，八、九品为绿罗服，未入流品为檀褐绿窄衫。同年十一月，朝廷又作了调整：“一品至四品

赤色，五品至七品青色，八品以下及未入流杂职俱绿色。”
‹3›
遂为定制。需注意，这仅是公服色彩的使用

规则，学界往往以此直接套用于常服，并不准确
‹4›
。其实，明前中期常服只是“用杂色纻丝、绫、罗”

‹5›
，缺

乏严格规定，所以使用色彩稍显杂乱，这从明代人物肖像画所绘獬豸补服中可直观体现。

由画师吕文英、吕纪合作于弘治十二年（1499）的《竹园寿集图》卷，描绘了当时户部尚书周经在宅

院邀请高官同僚置宴庆寿场景。画中共十三名官员，均着常服，据卷后吏部左侍郎吴宽《竹园寿集序》

及画中小字标识，可以看到时任正三品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顾佐着青色常服〔图三：1〕，补子花样暗淡

不清，若按照公服色彩，该品级应使用绯色；另一位右副都御史佀钟就穿着绯色常服〔图三：2〕，其花

样辨识详见下文。再考《十同年图》，描绘了弘治十六年（1503）在朝十位高官于刑部尚书闵珪府邸达尊

堂聚会的场景，与会十人皆为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同榜进士，均着常服。据卷后谨身殿大学士李东

阳《甲申十同年图诗序》提示，正数第七人、袖手而危坐者是时任正二品的左都御史戴珊，他穿的是绯色

獬豸补服〔图四〕。另考《五同会图》，描绘了弘治十六年（1503）五位苏州籍高官在北京雅集的场景，五

人均着常服。据吴宽《五同会序》，正数第三人为正四品的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璚，此图现存国博

本、上博本、故宫本三种〔图五：1、2、3〕，后两种图中陈璚着绿色獬豸补服，补子的织金獬豸花样较为

清楚，而国博本为蓝色补服，但补子花样模糊。据徐小蕾考证，国博本可能是当时所画五本之一，上博

本则是正德年间的本子，故宫本应为清代据正德本所摹，但认为陈璚服饰“与其规制不符，具体原因有

‹1›  《鸣凤记》卷下《第三十五出 秋夜女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68册，商务印书馆，1954年，第64页b。

‹2›  《大明令》，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3›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条，第693页。

‹4›  邵旻《以品官常服色彩为研究中心的明代肖像画》利用图像材料对明代官员常服色彩作初步探讨，纠正了这一错误观点。中国

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编《2018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364－379页。

‹5›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条，第3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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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一步考证”
‹1›
。

通过上述三幅明代中

期雅集图可知，高级官员

常服色彩的使用其实无须

与公服保持一致，二至四

品的高级宪臣可以随意穿

着绯、青、绿三色的獬豸

补服，如此正与洪武元年

《大明令》的另一条原则

相契合，即：“凡官民服

色、冠带、房舍、鞍马，贵

贱各有等第，上可以兼

下，下不可以僭上。”
‹2›
虽

然《大明令》所定的品官服

色旋即更易，此条原则却为之后的《大明律》《大明会典》《礼部志稿》等沿用，成为定制。不过，高级宪臣

若依公服规则，穿着绯色常服，实际上更为方便。例如万历后期正四品的山东按察司副使梅之焕致黄檗

无念禅师信中写道：“新脱公袍送作绒褐衬里，欲使菩萨与宰官身合而为一也。又恐谦逊迟疑，特令针

‹1›  徐小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五同会图〉研究兼及现存版本对比》，《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1期，第140－141页。

‹2›  前揭《大明令》，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一册，第26页。

〔图三〕 明吕文英、 吕纪 《竹园寿集图》 卷 （局部）
1. 顾佐像  2. 佀钟像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 明佚名 《十同年图》 卷 （局部） 之戴珊像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五〕 诸本 《五同会图》 卷 （局部） 之陈璚像补服比较
绢本设色
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  2. 上海博物馆藏本  3. 故宫博物院藏本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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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携线往缝豸补，即拆下做经袱。”
‹1›
公服缝上补子即制成常服，两者可以共用一套袍服。只是明代前中

期高级官员似并不介意“屈尊”使用低品级色彩，才出现了绯、青、绿常服杂用的情况。既然“上可以兼下”

已经证实，那么“下不可以僭上”是否被严格执行于常服色彩的使用呢？

先考察画师谢环于正统二年（1437）所作《杏园雅集图》，该图描绘了当时十位大臣于大学士杨荣府

邸杏园聚会的场景。其中四品以下的官员有：詹事府正五品左庶子周述，翰林院从五品侍讲学士陈循，

从五品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镇江博物馆藏本中，四人所着常服色彩依次为青、青、绿、绿，纽约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藏本则依次为青、青、绿、青。两个版本虽稍有出入，但四人的常服色彩均为本等或次等的

公服色彩，并未僭越绯色。

不过，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吉服。吉服之形制不见载于明代官书，据明中期官员湛若水所言：

“夫吉服者，大红锦绣之类也。吉礼者，谓冠、婚之类也。”
‹2›
英宗天顺年间，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就“尝

以大红云布作吉服入朝”，为内廷宦官所喜，松江府织染局“遂有岁造大红布之例”
‹3›
。另据明末学者朱舜

水所言：“外祭用吉服。吉服者，绯锦绣，带随其官品……大祭、时祭亦用吉服或锦绣。”所谓“大祭”，

即“如祭始祖、祭先祖，正月元日是也”
‹4›
。梳理散见于万历《大明会典》的记载，嘉靖以降对吉服使用的规

定才逐渐增多，通常情况“凡正旦节，自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正月二十日止”“冬至前三日、后三日；圣

节前三日、后三日”
‹5›
，皇子女诞生、天子巡狩、常朝宣捷、经筵侍班，以及某些斋戒、祭祀、宴会等场合，

官员需着吉服。嘉靖初，官员乔岱服阙，补正五品山西按察司佥事，“适国有庆贺事，容台榜示外寮在

京者，各具吉服趋朝”，于是他“买一豸衣，雇缝人连夜纫缀”
‹6›
。综上可知，明代的吉服是一种特殊的

常服，其服色不论品级均为绯色，而补子仍依原官。由画师余士和吴钺共同绘制于万历十六年（1588）

的《徐显卿宦迹图》记录了时任吏部右侍郎徐显卿的为官业绩，图册现存26开，其第17开《经筵进讲》〔图

六〕描绘了徐显卿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时担任经筵讲官的场景，侍班官员们皆着绯色圆领吉服。每逢冬至

佳节，京师官场则更为热闹，“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
‹7›
，烘托

出节日的喜庆。

吉服的推广让原本只能着青、绿色补服的低品级官员能够名正言顺地使用高品级的绯色，考察明

‹1›   （明）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四《与无念禅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2›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一《杂著·复王南渠公服色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齐鲁书社，1996年，

第91页。 

‹3›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六《史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页。

‹4› （明）朱之瑜《舜水先生文集》卷二三《杂著四·笔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385册，第116页。

‹5› 《大明会典》卷四三《礼部一·万寿圣节百官朝贺仪》，《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7页。

‹6› （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七《山西按察司佥事前监察御史龙溪乔公合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2册，

第645页。

‹7›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春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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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后期的低级风宪官肖像画，几乎是清一色的吉服装

束。现藏于安徽博物院的《歙人唐相容像》轴〔图七〕，像

主唐相身着大红织金獬豸补服。据康熙《徽州府志》载：

“唐相，字希恺，歙槐塘人，成化乙未进士，知唐县，

拜御史……出按广西，风裁峻厉，以言事忤旨，谪永城

丞，改知桐庐，以疾归。”
‹1›
结合《明实录》可知，唐相主

要在成化、弘治年间为官，其最高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

为正七品风宪官，因此其所着绯袍乃是吉服。另一幅现

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李复初像》〔图八〕，像主李复初身着

大红刺绣獬豸补服。李复初，字学甫，山西平阳府洪洞

县人，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历任北直隶蠡县知县、四

川道监察御史、湖广荆州知府、山东按察副使。据原图上

所附敕令内容可知，这幅肖像应作于嘉靖十四年（1535）

十一月李复初被擢为试御史之后，亦与其牙牌所示“御史”

‹1›   （康熙）《徽州府志》卷一三《人物志二·风节传》，清康熙三十八年

（1699）刊本，第31页b。

〔图六〕 明余士、 吴钺 《徐显卿宦迹图》 册之 《经筵进讲》 （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七〕 明佚名 《歙人唐相容像》 轴
纸本设色
安徽博物院藏

〔图八〕 明佚名 《李复初像》 轴 （局部）
纸本设色
首都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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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相符，因此其所着绯袍也是吉服。再考成书于嘉靖、万历之际反映晚明社会生活的长篇世情小说《金

瓶梅》，第四十九回描写两位巡按、巡盐御史拜访西门庆时的装束：“宋御史与蔡御史都穿着大红獬豸绣

服，乌纱皂履，鹤顶红带。”
‹1›
大致作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明人十二肖像图》册〔图九〕，除徐渭着布

衣外，另外十一位官员所着常服或公服均为绯色，据笺背原题、结合《明实录》所提供的线索可知，其中

风宪官有四人：王以宁时任御史、提督南直隶学政，葛寅亮时任湖广提学副使，刘伯渊官至江西兵备副

使，徐应登时任御史、巡按南直隶。葛寅亮与刘伯渊皆正四品按察司副使，着绯袍是理所当然，而御

史王以宁与徐应登的绯袍则为吉服。

综合上述图像与文献材料，明代中后期四品以下的风宪官在规定时间、场合之外，普遍热衷于穿

着绯色吉服，尤其是以肖像画示人，这一定程度上应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仇英于嘉靖中期创作的展现

苏州社会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图十〕，以及约创作于万历前期的展现北京社会生活的《皇都积胜图》〔图

十一〕，都有画师在绘制官员吉服像的场景，堪称写实。虽然早在嘉靖十六年（1537），朝廷就规定：“其

大红纻丝纱罗，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尚宝司、光禄寺、鸿胪寺五品堂

上官，经筵讲官。其余俱青、绿锦绣，遇有吉礼，止服红布绒褐。”
‹2›
至万历五年（1577），朝廷又规定各

省朝觐官“凡遇常朝，俱穿本等锦绣服色”
‹3›
，即常服色彩也应按照公服标准穿着，这些显然是针对当时

吉服滥用情况而言，但吉服盛行已然势不可挡。 

‹1›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22页。

‹2›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八“嘉靖十六年三月乙巳”条，第4171页。

‹3›   前揭《大明会典》卷四四《礼部二·诸司朝觐仪》，第31页。

〔图九〕 明佚名 《明人十二像》 册之王以宁、 葛寅亮、 刘伯渊、 徐应登像
纸本设色 
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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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豸补到赐服：明代高级宪臣的多重选择

在吉服盛行之前，明代官员的常服色彩基本按照“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原则，四品及以上

的高级官员可以随意穿着绯、青、绿三色，而四品以下官员则不敢僭越绯色。明中期吉服盛行后，低品级

官员们十分热衷于此，以致即便不是规定场合，也会以绯袍示人，出现了冒滥现象。不过，仅就文官而

言，因为有补子花样等级的存在，所以尊卑尚不易混淆
‹1›
。但风宪官是例外，他们无论品级大小、职位

高低，其补子均为獬豸，且在均着绯袍的情况下，仅从革带和衣料质地，几乎很难辨别尊卑。明末世情

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三回写狄希陈由从七品中书舍人降一级调外，骆校尉劝他道
‹2›
：

从七降正八，县丞，府经历，按察司照磨……你好歹降个按察司照磨做去，三司首领，

体面也就好了：先不磕头叫老爷，这是头一件好处；合府官可以平处，委署州县印儿；堂官

大了，他也就不大琐碎人；为自家衙门体面，也不肯叫首领官吃了亏的；十分苦差，到不了身

上；穿了豸补，系着印绶，束着白鱼骨带，且假妆御史唬人。

按察司照磨为正九品官，小说误作正八品，应是将其与正八品的都察院照磨混淆，但书中所言按察司照

磨的情况则贴合实际。一介九品的外台首领官，其豸补装束竟与御史不相上下，这虽是其本人所乐意

‹1›  至明中期，文官的补子僭越较少，而武官僭越情况较多。邱濬指出：“百年以来，文武率循旧制，非特赐不敢僭差，惟武臣多

有不遵旧制，往往专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以下至于海马，非独服者鲜，而造者几于绝焉。”前揭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九八《备

规制·章服之辨》，第147－148页。

‹2›  （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齐鲁书社，1980年，第1091－1092页。

〔图十〕 明仇英 《清明上河图》 卷 （局部）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十一〕 明佚名 《皇都积胜图》 卷 （局部）  
绢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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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若从高级宪臣的立场来看，应该是相当尴尬和无奈的。清代官服的补子继承明制，其中“都察院、

按察使司官，不论品级，俱穿獬豸补”
‹1›

 ，但雍正六年（1728）清世宗就听取左都御史三泰的请求，“禁都

察院都事、经历、笔帖式，及直省按察使经历、照磨官僭用獬豸补服”
‹2›
，而是按原品级使用补子，可见此

问题甚至一度困扰了清代高级宪臣。 

由于明代再未进一步限定獬豸补服的使用群体，面对吉服豸补冒滥，明代的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

御史等高级宪臣则倾向于选择更高等级的补服作为替代，来凸显其身份的优越感，朝廷也有意向功勋卓

著的高级官员赏赐特殊官服，以示恩宠与优眷，从而强化群臣的忠诚，这种特殊的官服就是赐服。广义

的赐服包括冠带、衣服、布料、装饰等，狭义的赐服即本文所指绣有特殊花样且不局限于方形范围内的补

服，其形制有圆领、直身、道袍、曳撒等。其花样不在文武官员常服补子花样之列，主要有蟒龙、飞鱼、斗

牛、麒麟，皆为祥瑞异兽，前三者均是龙形，尤为特典；麒麟尽管稍逊一筹，但“品官服式，惟公、侯、驸

马、伯得用麒麟，余非特赐，虽官至一品亦不敢僭”
‹3›
，故同样珍贵。最初，获赐服的对象主要是部族首

领、藩王，渐及勋戚、大珰、高级文武官员。“成化以后，文臣赐麟不为异”
‹4›
。弘治十六年（1503）明孝宗赐

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辅弼得蟒衣自此始”。“至于飞鱼、斗牛等，服亚于蟒衣，古亦未闻”，

万历时“以颁及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
‹5›
已成常态。当然，获赐服的高级宪臣也不在少数，例如顾

佐于宣德三年升右都御史，“累赐琥珀带、麒麟衣”
‹6›
；正德十三年（1518），巡抚宁夏右佥都御史王时中因

功获赐“蟒服、玉绦环”
‹7›
；嘉靖十五年，左都御史王廷栢奉命值守皇城，获赐“大红飞鱼”衣一袭

‹8›
；隆庆

四年（1570），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右都御史王崇古因功获赐“银五十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
‹9›
；万历六

年，宣大总督吴兑因功获赐“大红飞鱼纻丝衣一袭，银三十两”
‹10›
；万历二十六年（1598），总督蓟辽、保定

军务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邢玠因抗倭援朝之功获赐“银一百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
‹11›
。

考察存世的高级宪臣画像，着赐服而非豸补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前述《竹园寿集图》卷中，正三品右

‹1› 《清世祖实录》卷六四“顺治九年四月庚申”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502页。

‹2› 《清世宗实录》卷七〇“雍正六年六月辛丑”条，第1055页。

‹3› 《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九“天顺四年九月甲戌”条，第6641页。

‹4›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一《皇明异典述六·赐衣文武互异》，中华书局，1985年，第210页。

‹5›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阁臣赐蟒之始》，中华书局，1959年，第830－831页。

‹6›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五“正统十一年九月壬辰”条，第2864页。

‹7›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四五《刑部二·刑部尚书王时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2册，第356页。

‹8›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六“嘉靖十五年四月壬寅”条，第3941页。

‹9› 《明穆宗实录》卷五二“隆庆四年十二月丁巳”条，第1306页。

‹10› 《明神宗实录》卷七七“万历六年七月乙丑”条，第1659页。

‹11›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九“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庚辰”条，第60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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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都御史佀钟穿着绯色常服，其补子花样并非獬豸，根据依

稀可见的牛蹄可知此动物是麒麟。集中反映明代高级宪臣服

饰的是《丰山恩荣次第图》册，图册共49开，后46开为设色绘

画，生动展现了明代中期官员丛兰的为官业绩
‹1›
。丛兰，字廷

秀，号丰山，山东登州府宁海州文登县人，弘治三年（1490）

进士，历任户科给事中、兵科右给事中、通政司右参议、右通政、

‹1›   此画册曾一度被误作《王琼事迹图册》，相关考证参阅李小波、宋上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王琼事迹图册〉像主的再考察》，《中

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2期。

〔图十二〕 明佚名 《丰山恩荣次第图》 册  
纸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 《总督三边》 （局部）  2. 《总制四镇》 （局部）  3. 《凯捷归朝》 （局部）  4. 《督理漕运》 （局部）
5. 《职专巡抚》 （局部）  6. 《奏谕回天》 （局部）  7. 《矫诏发赈》 （局部）

1

4

2

5

3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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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右都御史、南京工部尚书。其仕宦生涯的后十余年，主要是以佥都御史、都御

史的职位在外担任总督或巡抚，是名副其实的高级宪臣。第23开《总督三边》〔图十二：1〕，他于正德五

年（1510）九月升任右佥都御史，“督理宁夏、延绥、甘肃三镇粮储”
‹1›
，画中身着大红织金獬豸补服。第31

开《总制四镇》〔图十二：2〕，他于正德九年（1514）春升右都御史，“总制宣、大并山西偏头、宁武、雁门等

关军务”
‹2›
，画中头戴大帽，身着大红织金通袖膝襕蟒袍。第33开《凯捷归朝》〔图十二：3〕，他总督宣大

期间伏击蒙古部族获胜，画中头戴尖顶明铁盔，身着大红织金通袖膝襕云蟒纹曳撒，外罩鱼鳞叶齐腰明

甲。第36开《督理漕运》〔图十二：4〕，他于正德十年以右都御史“总理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3›
，画中

身着绯色斗牛补服。第38《职专巡抚》〔图十二：5〕，他因事忤逆权贵，遭削督漕之权，专理凤阳巡抚，

画中仍着斗牛补服。第39开《奏谕回天》〔图十二：6〕与第41开《矫诏发赈》〔图十二：7〕，他任凤阳巡抚

期间上疏论救工部主事王銮及上疏请求赈灾，画中分别穿着绯色刺绣与织金獬豸补服。尽管宦迹图难免

存在一定的美化修饰成分，但作为明中期高级宪臣的丛兰，赐服是其重要的着装选择是不争的事实，毕

竟无论是等级还是视觉效果，蟒袍、斗牛补服的威仪与气势，绝非豸补所能及，更是一种荣誉的体现。

即便司礼监大珰获赐服，“其徒多图之画像，以为荣观”
‹4›
，当时高级官员的心态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明代中期吉服盛行后，更高等级的赐服成为高级宪臣常服的重要选择，而明廷也将赐

服作为维系、强化君臣关系的重要手段，并努力遏制服饰僭越之风。早在正统十二年（1447），英宗御

门听政时就对工部大臣强调：“官民服饰皆有定制，今闻有僭用织绣蟒龙、飞鱼、斗牛及违禁花样者，

尔工部其通谕之。此后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服用之人亦重罪不宥。”
‹5›
天顺

二年（1458）、成化二年（1466）、弘治元年（1488）、弘治十八年（1505），朝廷更是三令五申。正德十六年

（1521）四月，世宗登基伊始便下令：“近来冒滥玉带，蟒龙、斗牛、飞鱼服色数多，除五府、九卿堂上官

外，其余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头目、诸色人等，但系夤缘奏乞传赐者，俱不许穿用。”
‹6›
以此试图将赐

服的权力掌握在朝廷手中，也是为了最大限度保障高级官员的特权。尽管到了晚明，赐服之冒滥与各

‹1› 《明武宗实录》卷六七“正德五年九月庚申”条，第1474 页。

‹2› （明）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一八《明故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丛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

册，第626页。

‹3›   《明武宗实录》卷一二四“正德十年闰四月丙子”条，第2491页。

‹4›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制典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8页。

‹5›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九“正统十二年正月戊寅”条，第2925页。

‹6› 《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条，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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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服色僭越已愈发不可收拾
‹1›
，但这种情况在文官群体中尚且有限

‹2›
，其赐服也基本达到了皇帝预期

的效果。

四  结语

服饰作为根植于特定文化模式中的一种社会活动表现形式，在中国古代具有别衣冠、辨尊卑、明等

威的多元功能，而这些反映在官服上尤其明显。明代在前代基础上创立的常服补子，以禽兽花样区分

文武品级，是古代官服的重要创新，极大丰富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内涵。獬豸补子独立于文武品级序

列之外，以职能为标志，独树一帜，反映了明代统治者对风宪官员的高度重视和对公正执法的期许。明

初，掌管风纪监察的风宪官是在京都察院及在外各按察司各级官员，獬豸补服为其专享，虽然后来六

科给事中亦兼职风宪，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并称“科道”，号为“言官”，但其七品㶉 补服再难更易，二者

补服殊途是明初台省制度设计分流的结果。獬豸补服作为常服，其色彩使用情况并非套用公服按品级划

分的绯、青、绿三等，而是遵循洪武元年《大明令》“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原则，但随着明中期以

降吉服的盛行，低品级风宪官得以名正言顺地使用绯色以满足虚荣心，往往超出了规定的场合，造成了

一定程度的冒滥。特别是人数庞大的风宪官无论品级，补子皆为獬豸，等级尊卑更容易混淆。面对这种

情况，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高级宪臣倾向于选择更高等级的补服——绣有蟒龙、飞鱼、斗牛、麒

麟花样的赐服作为替代。当然，此举并不仅仅是刻意为了避免与下属服饰相近，还因为赐服本身源于皇

帝的特殊眷顾与恩宠，通过日常穿着及画像的展示，高级宪臣们的地位、荣誉与权势得以更好地体现出

来。明朝廷也努力遏制赐服僭越之风，从而最大限度保障高级官员的特权。可以说，明代风宪官獬豸补

服的历史实为当时顶层制度设计与官员服饰风尚变迁的缩影，本文的梳理希望能为推进中国传统服饰文

化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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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服色之僭》，第147－148页。

‹2›   谢肇淛《五杂组》载：“国朝服色之最滥者，内臣与武臣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

下万人。至于边帅、缇骑，冒功邀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二《物部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

251页。




